
郭佗壺銘文及相關問題研究

楊　坤

　　魏惠王世是戰國中期魏國銅器制度轉變的關鍵時期，歷來爲學者們所關注。 李

學勤先生最早作系統研究並指出：

（魏惠王時）梁十九年亡智鼎的銘文，介於傳統的商周銘文與戰國中晚

期流行的“物勒工名”式銘文之間。亡智、■嗇夫庶■是督造者兩級，但從下

文看亡智又是器的所有者。梁廿七年肖亡智兩鼎，已可看出肖亡智僅爲督

造者，器用於食官“下官”即梁下官。這三器都未記工匠的名字。安令三器

（引按：即三十年虒令鼎，三十五年虒令鼎、盉 〔１〕）則在督造者安邑令外，明

記主事的官吏“視事”和冶工的名字，信安君鼎就是繼承着這一統緒的。從

梁十九年鼎到信安君鼎，表現出魏國“物勒工名”式銘文的發展過程，三晉和

其他列國的銘文大約也都經過了類似的演變。〔２〕

爲後續的探索奠定了基礎。

吴良寶先生在研究魏國中晚期銅器制度時認爲：

魏惠王時期的銅器鑄造制度中，國都實行的是司寇監造、嗇夫主造的

制度，不記具體的製造者“冶”；地方實行的則是“令、視事、冶”三級制，其

中“視事”或爲地方縣令的屬官，或爲封君的屬官；大約到了魏襄王時期，地

方的鑄造制度或改爲“令、工師、視事、冶”四級制，縣令之下增加了“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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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黄盛璋先生疑三十五年虒令盉銘爲僞刻。 説見： 《〈武功縣出土平安君鼎〉讀後記》，《考古與文物》

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後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第２４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本文引自後者。

黄盛璋： 《三晉銅器的國别、年代與相關制度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第６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李學勤： 《論梁十九年鼎及有關青銅器》，《考古與文物》叢刊第２號《古文字論集（一）》，１９８３年。 後收
入《新出青銅器研究》第２０９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本文引自後者，下同。



作爲主造者。〔１〕

是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

相關資料表明，這一時期的銅器制度還可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再作探索。 下面

試作説明。

《新收》 〔２〕１６９５號收録有一件戰國有銘銅壺，現藏於臺灣歷史博物館。 該器又

被《銘像集成》 〔３〕收録，編號１２３０８，並附有清晰的器形及銘文照片。 根據銘刻位置、

行款等特點，可知銘文分兩次刻成。 按照我們的理解，先將銘文重新釋寫如下：

十二年，■（郭）佗作■（梁）半，卌；（頸圈·第一次刻銘）

少■（梁），■（魏）〔４〕下官。（頸外壁·第二次刻銘）

從“梁（少梁）”的歸屬以及“下官”的使用情况來看，該器國别應屬於戰國時期魏國。

“少梁”即今陝西省韓城市南二十里之少梁。 戰國早中期屬魏，後屬秦。 入秦的年代

不晚於魏惠王後元五年（公元前３３０年），即河西之地盡入秦之時。 銘文年代當在此

之前，吴良寶先生認爲屬於魏惠王時期， 〔５〕可信。

“郭佗”爲人名，其身份職官信息缺失。 這種情况也見於：

十九年，卭干爲合陽，容半■；（《集成》〔６〕２６９３）

二十＝四年，槀朝爲合陽鑄，容半■ 〔７〕；（《集成》２６９３）

二十＝七年，寧爲皿 〔８〕；（《集成》９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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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寶（網名“有虞同”）： 《戰國中晚期魏國銅器制度新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站，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９２０；《九年承匡令鼎
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第４３１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

鍾柏生、陳昭容等編著：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６年。 以下簡稱爲
“《新收》”。

吴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以下簡稱爲“《銘像集成》”。
“魏”的釋讀是參考了吴榮曾、周波兩位先生的意見。 參吴榮曾： 《戰國布幣地名考釋三則》，《中國錢
幣》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第５頁；周波： 《中山器銘文補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第１９６—２０７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關於“■”的構型和演變研究，還可以參看裘錫圭： 《復公仲簋蓋銘補
釋———兼説琱生器銘“寢氏”》，《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第１０２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吴良寶： 《九年承匡令鼎考》第４３１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 以下簡稱爲“《集成》”。

從銘文内容來看，合陽鼎器蓋、器身並非“原配”，應該當作兩件器對待，説見拙文《三晉銅器銘文札記兩
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犺狋狋狆：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犻犱＝２２４７。

二十七年寧爲皿之“寧”當解爲人名而非地名，説見拙文《三晉銅器銘文札記兩則》。



卭干、槀朝、寧均爲人名，這種簡略的形式還見於“二十三年年襄平鼎”：

二十＝三年鑄，襄平 〔１〕，容少半■。（《新收》１４８８）

鼎銘當看作前三器銘文省略人名的形式。

上舉三器也都是魏惠王時地方器，可知這一時期只記人名不記職官信息的現象

比較普遍。 這些人名可能是銅器的監造者，地位較高。 同時期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

銘文證實了我們的想法：

梁二十＝又七年大梁司寇肖亡智鑄，爲量容四分。（《集成》２６０９）

梁二十＝又七年大梁司寇肖亡智鑄，爲量容半■。下官。（《集成》２６１０）

大梁司寇鼎銘文格式與郭佗壺等基本一致，不同之處在於銘中唯一的人名之前有職

官信息。 “肖亡智”爲銅器監造者，與之處在同一語法位置的“郭佗”、“卭干”、“槀朝”、

“寧”等無疑也當作如此理解。

大梁司寇鼎屬於國都作器系統，監造者職官爲國家司寇。 郭佗壺等器爲地方作

器，其監造者不可能爲國家司寇，應該是縣令一級的職官。 這可以從同時期年代稍後

的銅器銘文中得到證實：

三十＝年虒令廱，眂事■，冶巡鑄，容四分。（《集成》２５２７）

三十＝五年虒令周共，眂事■，冶期鑄，容半■。下官。（《集成》２６１１）

虒令鼎也是魏惠王時器，監造者“虒令”即“虒”縣之長。 〔２〕

從虒令鼎銘文還可以看出，此時地方鑄造系統“令、視事、冶”三級制度已經完備。

從只記監造者到三級制度完備，這一轉變當發生在魏惠王二十七年到三十年之間。

有資料表明當時地方還曾以“嗇夫”作爲銅器監造者。 如魏惠王時梁十九年鼎銘

文開首作：

梁十九年，亡智眔 嗇夫庶■，擇吉金鑄，■少半…… 〔３〕（《集成》２７４６）

李學勤先生將第七銘釋作“眔”，連詞，訓作“及” 〔４〕，是很正確的意見。 釋“眔”不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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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珊《讀清華簡〈繫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６日，狑狑狑．犵狑狕．

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１７５２。）讀作“襪（鄶），平容少半鼎”。 按： 釋“襪（鄶）”可商，

“平”的用法也很可疑。 本文取“ 平”爲地名一説。

吴良寶： 《戰國文字所見三晉置縣輯考》，《中國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１４頁。

吴振武先生還曾見到另一件梁十九年鼎，藏於私家之手，銘文内容與此相似。 見吴振武： 《〈燕國刻銘
中的“泉”字〉補説》，《古文字論稿》第２３１頁，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李學勤： 《論梁十九年鼎及有關青銅器》第２０６頁。



字形上很合適，也與當時只記監造者的鑄造制度相符。 稍有不同的是，梁十九年鼎有

“亡智”與“庶■”兩位監造者。 〔１〕這種情形也並非孤例，秦國兵器“王四年相邦張儀

戟”銘文作：

王四年，相邦張儀、庶長□操之造□界戟，畢［工師］賤，工卯。（《新收》

１４１２）

該戟年代爲秦惠文王四年（前３２１年），時代與梁十九年鼎（前３５１年）相差不遠，也是

兩位監造者，可作爲輔証。

嗇夫爲職官名，戰國時期有縣嗇夫和官嗇夫之别，縣嗇夫相當於一縣之長，官嗇

夫一般是一“官”（可以是一個部門，也可以是一個具體單位）之長， 〔２〕二者在品秩與

職掌上存在差别。 “庶■”爲監造者，其職官“嗇夫”當理解爲縣嗇夫。 李學勤先生曾

認爲 可能是地名， 〔３〕這是很好的意見。 應是縣一級的行政單位，“（縣）嗇夫”作

爲監造者也見於魏惠王時期兵器：

二十五年，陽春嗇夫維，工師■，冶斷。（《集成》１１３２４）

二十七年，涑縣嗇夫担，冶勻嗇夫雩，冶□。（《古文字研究》第２７

輯）〔４〕

監造者“陽春嗇夫”和“涑縣嗇夫”分别相當於陽春縣令和涑縣縣令。

綜上所考，魏惠王時期魏國銅器鑄造制度的特點大致可以歸納爲：１．魏惠王二

十七年以前，魏國國都和地方實行的都是只記監造者，不記主造者和鑄造者信息的鑄

造制度。 ２．國都銅器由司寇監造。 地方由縣嗇夫或令監造，但多數只記人名，不記監

造者職官信息。 ３．地方最遲在魏惠王三十年時已轉變爲“令、視事、冶”三級制（表１。

［］内爲本文拟補的職官）。

下面討論“魏”的地望。

郭佗壺之“魏”字形在戰國晉系文字資料中常見。 有關此字的釋讀，學界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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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先生認爲“亡智，■嗇夫庶■是督造者兩級”，恐不一定正確。 因爲没有證據表明亡智地位比庶
■高，魏國銘文中也找不到兩級監造的實例。 此處還是用連詞的本義，將“眔”前後看作並列結構，理解
爲同級比較好。 李説見： 《論梁十九年鼎及有關青銅器》第２０９頁。

裘錫圭： 《嗇夫初探》，《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 又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卷，第４７頁，復
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本文引自後者。

李學勤： 《論梁十九年鼎及有關青銅器》第２０６頁。

吴良寶、張麗娜： 《戰國中期魏國兵器斷代研究》，《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

７８頁。



　　 表１　魏惠王時期魏國銅器制度表

年代 監造者 主造者 鑄造者 器物

國都 二十七年 司寇 梁二十七年司寇鼎

地方

十二年 ［嗇夫］ 十二年郭佗壺

十九年 ［嗇夫］ 十九年合陽鼎蓋

十九年 嗇夫 梁十九年鼎

二十四年 ［嗇夫］ 二十四年合陽鼎

二十七年 ［嗇夫］ 二十七年寧皿

三十年 令 視事 冶 三十年虒令鼎

三十五年 令 視事 冶 三十五年虒令鼎

不同看法。 〔１〕其中釋“■”，讀作“魏”的意見逐漸爲大部分學者所接受。 但是“魏”的

具體地望，則仍未有定論。

文獻表明，戰國時期三晉地區曾有兩個“魏”地： 一爲晉獻公十六年（公元前６１１

年）所滅之魏，後封給魏始祖畢萬，三家分晉時屬魏，地在今山西芮城東北； 〔２〕一爲

《水經注·淇水注》引應劭曰“魏武侯之别都”之魏，地在今河北大名西南。

學者關於“魏”地望的争論大致不出這兩地，但認定往往過於絶對。 〔３〕我們認

爲，晉系文字中地名“魏”的資料可能各有所屬，不相混淆。

爲方便討論，先根據“魏”寫法繁簡的差異，將字形大致分爲三型：

ａ． 、 、 （《新收》１６９５、《集成》１８０８、《古璽彙考》第１３８頁 〔４〕）

ｂ． 、 （《貨系》〔５〕１４１５、１４１３）

ｃ． 、 （《先秦編》〔６〕第２８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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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看法可以參看裘錫圭、吴榮曾、李學勤、湯餘惠、何琳儀、黄錫全、周波等先生的相關文章，此不
具引。

晉南“魏”地歷來有芮城和永濟兩説。 本文採用前者。

如吴榮曾先生認爲三晉文字中“魏”地在晉南一帶，周波先生認爲三晉文字中“魏”地都在今河北大名縣
西南。 説見吴榮曾： 《戰國布幣地名考釋三則》，《中國錢幣》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第５５頁；周波： 《中山器銘
文補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第２０７頁。

施謝捷： 《古璽彙考》第１３８頁，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６年。

汪慶正主編： 《中國歷代貨幣大系·１先秦貨幣》，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以下簡稱爲“《貨系》”。

吴良寶： 《先秦貨幣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以下簡稱爲“《先秦編》”。



ａ型字形不簡省，廣泛見於銅器、璽印、陶器等材料中；ｂ型爲ａ型簡省，目前僅見於魏

國橋形布；ｃ型爲進一步簡省，僅見於小型鋭角布。

文字寫法差異本身並不能作爲地望判定的絶對標準，其作用主要在於進行有效

的字形、器類繫連，再結合器物出土地、材質、銘文内容等信息，使地望考訂成爲可能。

ａ字形資料明確用作地名的主要有如下幾例：

少梁，ａ下官（郭佗壺，《新收》１６９５）

ａ下官（魏下官壺，《集成》９５１５）

ａ容四分（魏四分鼎，《集成》１８０８）

ａ■（ａ予 〔１〕鼎，《集成》１３４５）

ａ樂官（璽印，《古璽彙考》第１３８頁）

上文已經指出，郭佗壺的年代爲魏惠王前元十二年（前３５８年）。 《水經注·河水

注》云：“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 趙南至浮水、繁陽……”“繁陽”在今河南省

内黄縣西北，北與大名“魏”縣接壤。 李曉傑先生認爲這一史實發生在魏惠王前元十年，

此時魏國將繁陽、浮水一帶給了趙國， 〔２〕説或可信。 準此，大名之“魏”地在魏惠王十年

便已屬趙，則郭佗壺之“魏”只能在山西芮城東北。 且銘文“魏”和“少梁”關係密切，距離

當不至太遠。 從“少梁”的地望來推測，“魏”也很有可能指山西芮城。 郭佗壺銘文與魏

下官壺、魏四分鼎字體風格一致，三器之“魏”地望當一致。 芮城之“魏”是戰國時魏國的

始封地，有樂官也在情理之中，璽印字形與銅器相同，同爲一地的可能性極大。

ｂ、ｃ兩類字形分别只見於橋形布和小型鋭角布。 橋形布爲魏國鑄幣，根據面文可

分爲“地名＋釿”、“梁＋釿”、“地名”三類。 〔３〕面文帶“魏”的屬於“地名＋釿”類，主要

流行於戰國中期。 〔４〕黄錫全先生曾認爲：

鋭角布之 與橋形布之 應是一地，構形上的區别只是時間早晚的

差異。〔５〕

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 主要是因爲：

第一，二者的合金成分差異明顯。 “地名＋釿”類橋形布的合金成分是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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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多釋作“予”，單育辰先生將“予”讀作“舍”，參單育辰： 《談晉系用爲“舍”之字》，《簡帛》第四輯，

第１６１—１６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李曉傑： 《戰國魏國疆域變遷考》，《歷史地理》第十九輯，第８３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吴良寶： 《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第１４７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吴良寶： 《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第１５６頁。

黄錫全： 《鋭角布國别漫議》，《先秦貨幣研究》第８０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



７５．４３％，鉛占１５．７％，錫占３．６％； 〔１〕小型鋭角布的合金成分是銅占４６．３％，鉛占

４５．３％，錫占６．８４％。 〔２〕區别如此之大，不太可能是同一地區鑄幣。

第二，二者各自有特定的地域分佈範圍，不相雜廁。 目前 “地名＋釿”類橋形

布已經考訂的地名有： 安邑、陰晉、蒲阪、盧氏、陝、鄗 〔３〕、端氏 〔４〕、高安 〔５〕、言

陽、共等，絶大部分見於晉西南、豫西北地區，應代表了這類橋型布分佈的地域特

徵（圖１）。

圖１　“地名＋釿”類橋形布主要分佈地域圖

小型鋭角布不見於晉西南，多出土於河南北部，如淇縣、鶴壁、林縣一帶， 〔６〕距離

河北大名很近。

由上可知，ｂ、ｃ兩類“魏”字分别代表不同的地望： 橋形布之“魏”在山西芮城，小

型鋭角布之“魏”在河北大名。

小型鋭角布的國别也曾是學界争論熱點，先後有韓、魏、衛等不同説法。 〔７〕我們

認爲，如果從合金成分、年代、疆域變遷等角度考慮，小型鋭角布也存在是趙國鑄幣的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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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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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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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數據是根據《中國古代錢幣合金成分研究》橋形布合金測量表剔除“梁＋釿”類橋形布二次計算而成。

原始數據見周衛榮： 《中國古代錢幣合金成分研究》第９—１１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周衛榮： 《中國古代錢幣合金成分研究》第１１頁。

此處從何琳儀先生釋 。 見何琳儀 ： 《橋形布幣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第５５
頁 。 吴良寶先生認爲“高”爲“高女”省稱 ，見吴良寶 ： 《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第１４９頁 。

此處從朱德熙先生釋 ，見朱德熙 ： 《古文字考釋四篇》，《朱德熙文集》第五卷 ，第１５１頁 ，商務印書
館１９９９年 。 何琳儀先生讀作“泫氏”，見何琳儀 ： 《橋形布幣考》第５５頁 。

此處從裘錫圭先生釋 ，見裘錫圭 ： 《戰國貨幣考（十二篇）》，《裘錫圭學術文集 》第三卷 ，第２２０頁 。

湯餘惠先生讀作“高奴”，認爲地在陝西延安附近 。 轉引自吴良寶 ： 《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 》

第１４９頁 。

黄錫全： 《鋭角布國别漫議》，《先秦貨幣研究》第７８頁。

關於鋭角布國别的争論可以參看黄錫全： 《鋭角布國别漫議》，《先秦貨幣研究》第７７頁；吴良寶： 《中國
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第１７３頁，此不贅述。



可能。

先秦各國鑄幣的合金成分具有比較明顯的個性或者説地緣性，並與政治、軍事的

變遷密切相關。 〔１〕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可以把小型鋭角布與三晉主要貨幣合金成

分 〔２〕作一對比（表２）。

表２　鋭角布與三晉主要貨幣合金成分對比表

貨幣類型 Ｃｕ（％） Ｐｂ（％） Ｓｎ（％）

小型鋭角布 ４６．３ ４５．３ ６．８４

尖足布（趙） ４６．７７ ４４．６３ ４．４２

直刀（趙） ５２．８５ ３９．９７ ３．９０

橋形布（魏） ７４．５５ １５．４５ ４．１４

方足布（韓） ７５．１９ １６．６４ ５．８５

　　從表２可以看出，小型鋭角布合金成分與趙直刀、趙尖足布相近或幾乎一致，却

與魏橋形布、韓方足布存在着顯著不同。 出土資料也證實，大多數小型鋭角布與尖足

布在質地上差不多。 〔３〕吴良寶先生曾認爲：

雖然從出土地範圍、出土數量等因素看，Ｂ式鋭角布（按：即小型鋭角

布，下同）似乎是魏國的鑄幣，但是這只能説明Ｂ式鋭角布可以在魏國境内

流通，而不能據此認定它必是魏國貨幣。〔４〕

這是很中肯的意見。 小型鋭角布合金成分與多種趙國貨幣相似 〔５〕而與韓魏主要貨

幣不同，無疑可作爲小型鋭角布屬趙的有力證據。

《水經·河水注》：“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 趙南至浮水、繁陽。”繁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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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衛榮： 《中國古代錢幣合金成分研究》第４２０頁。

本表小型鋭角布、尖足布和橋形布數據是直接採自周衛榮《中國古代合金成分研究》，趙直刀和韓方足
布數據是在周書數據基礎上剔除非趙、非韓貨幣二次計算而成。

周衛榮： 《中國古代合金成分研究》第２２０頁。

吴良寶： 《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第１７４頁。

這裏需要説明的是，小型鋭角布與趙國方足布的合金成分並不相同。 趙國方足布的合金成分與韓魏方
足布無明顯差異，這個問題值得考慮。 我們認爲，趙國方足布幣與小型鋭角布合金成分不一致可能與
貨幣的鑄造地域有關。 出土貨幣資料表明趙方足布並未在邯鄲一帶鑄造（《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
究》第２００頁圖８—９）。 邯鄲一帶是趙直刀和尖足布的主要鑄造中心之一。 河北之“魏”靠近邯鄲，鋭角
布合金成分與邯鄲一帶鑄幣成分相近而與其他地方合金成分有差異也是説得通的。



在大名 “魏”縣正南。 學者或認爲此 “魏”指河北 “魏縣”， 〔１〕或認爲指戰國 “魏”

國。 〔２〕無論哪一種觀點，大名“魏”縣都在此時歸趙。 根據魏遷都大梁的時間推算，

“魏”地歸趙大致在戰國中期中後段， 〔３〕正與黄錫全先生論證小型鋭角布的年代“約

相當於戰國中後期” 〔４〕相符，恐怕不是巧合。

當然，貨幣國别的判定需要作多角度、全方位的考慮，小型鋭角布爲趙幣的可能

仍有待更多材料的證實。

綜上可知： 銅器銘文中“魏”和魏橋形布中“魏”地望一致，都是指山西芮城東北部

之“魏”。 小型鋭角布有可能是流行於戰國中後期的趙國貨幣，面文“ ”指河北大名

之“魏”。

附記：本文的寫作從立意到行文均得到了導師吴良寶先生的悉心指導，師兄胡永

鵬、師姐秦鳯鶴、同窗梁鶴、顧王樂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見，謹致謝忱。

（楊坤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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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１５５頁，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自古以來持此觀點的學者衆多，不具引。 此處參陳橋驛： 《水經注全譯》第１３５頁，貴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李曉傑先生認爲這一史實發生在魏惠王十年，或可信。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先秦卷》“公元前３５０年
諸侯國疆域形勢示意圖”、“公元前２８０年諸侯國疆域形勢示意圖”都將大名“魏”地劃歸趙國。 參李曉
傑： 《戰國魏國疆域變遷考》，《歷史地理》第十九輯，第８３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周振鶴、李曉傑：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先秦卷》第５５５、５５９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黄錫全： 《鋭角布國别漫議》，《先秦貨幣研究》第８１頁。


